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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人

工开凿的河道，现阶段正在进行申报世

界文化遗产的工作。目前从中央政府，

到运河沿岸的城市以及学术界、普通民

众等各方，越来越多的力量不断从中华

文明的宝库中找寻并回忆起我们民族的

这个一度渐渐被人视而不见的、与万里

长城并肩齐名的伟大创造。

对于这样一条流淌千年，曾经古桥

纵横、河埠林立、古屋比邻、商铺连绵的

运河，“我们在解读因运河而存留下来的

显性的物质形态之后，不要忘却中国大

运河的流波所承载的不仅仅是众多的物

化内容，与运河一起流淌的还有极为深

厚的文化精神，而这些精神同样值得我

们去总结、归纳和凝练，特别是在中国大

运河申遗进入关键的攻坚时期，也许更

需要我们高扬一种精神。”言省先生在他

的《“生生不息”是大运河文化的根本精

神》一文中告诉世人的一段话，笔者深有

同感。并且笔者认为，从某种角度来说，

大运河留给我们的文化精神比起运河的

物质形态，给我们的精神营养要更深刻、

更久远、更广泛。无论我们有一天是否

能再食用运河水灌溉的粮食，是否能再

在运河里航运物资，是否能再因运河而

解决生计，运河的精神都永远指引我们

前进。

杨家毅先生在他的《大运河文化的

基本特征及其核心精神》文章中认为

“和”是运河的文化精神之精髓，言省先

生认为“生生不息”是大运河文化的根本

精神，笔者认为其二者所言从不同意义

上确实表达了大运河的某些精神特质，

但运河的精神内涵极其丰富，不一样的

人解读，感受到不一样的运河灵魂。对

我而言，我读运河，进入灵魂的最显现、

最清晰的感受是“务实”。

务实就是讲究实际、实事求是，这是

中国农耕文化较早形成的一种民族精

神。王符的《潜夫论》说：“大人不华，君

子务实。”王守仁的《传习录》说：“名与实

对，务实之心重一分，则务名之心轻一

分。”这些思想，就是中国文化注重现实、

崇尚实干精神的体现。大运河的诞生

前因、成长支撑，以及给社会的影响无

一不渗透着“务实”之魂。本文旨在从

运河开凿的动机、开凿运河的技术难

关、运河给社会带来的影响三个方面

来寻求运河的务实之魂。

运河开凿的动机

说到运河的诞生缘由，必然离不开

水对人类的意义。人类对水的利用与人

类社会的产生、人类文明的演进是相伴

展开的。人类的生存、生活须臾离不开

水，水上交通运输也是最伟大

发明之一。回顾人类交通发展

的历史，最早是步行时代，然后

是畜力时代，但受体力的限制，

人畜活动的半径有限，载重的

能力也很小。人类发明舟楫，

利 用 水 的 自 然 力 实 现 运 输 目

的，不仅突破了体能束缚，而且

运载量大、成本低，实现了人类

走得更远的愿望，而且使得大

规模运输物资成为可能和具有

商业价值。运河就是为水上运

输而生的。

大运河是中国古代不同时

期的当权者们组织劳动人民开

凿 的 ，是 中 华 民 族 的 伟 大 创

造。在中华民族的众多历史遗

产中，运河开凿的目的、动机非

常务实，不是为了给君王们建

塔立碑以期留传百世让后人记

住自己的丰功伟绩，也不是炼

丹 修 陵 以 期 长 生 不 老 永 享 富

贵。这些或是与国与民无益的

虚 名，或 是 不 切 实 际 的 空 想。

运河的开凿是有当时切切实实

的现实目的的。吴王夫差命人

开凿邗沟的直接目的是为了运

送军队北伐齐国，当然这不是

吴国最早开运河运送军队。战国时期，

人工开凿运河已是遍地开花，如公元前

360 年魏惠王开凿的鸿沟、公元前 3 世纪

李冰开凿的都江堰、公元前 237 年当时

秦国的郑国渠等，春秋战国时期开凿运

河基本都是为了征服他国的军事行动服

务的。在实践中，人们进一步意识到运

河有更多现实意义，不只是运输。

隋王朝在天下统一后即做出了贯通

南北运河的决定，其动机已超越了服务

军事行动的目的，因为此时天下已统

一。隋开运河有经济方面的动机。众所

周知，中国古代很长时期内，经济重心一

直在黄河流域，北方的经济比南方进

步。但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发生了

深刻变化。400 多年的混乱使北方经济

受到严重的冲击，与此相比，南方经济获

得迅猛发展，成为全国经济重心。隋统

一全国后，格外重视这个地区，但隋定都

长安，其政治中心不能伴随经济重心的

发展变化南移。因此，国家需要加强对

南方的管理，长安需要与富庶经济区联

系，需要南方粮食物资供应北方，不论是

中央朝廷还是官僚贵族或是北方边境。

同时，长时期的分裂阻断社会南北经济

的交流，而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经济

的发展到这一时期已迫切要求南北经济

加强联系。

隋开运河不仅仅有经济方面的动

机，也有政治方面的。魏晋南北朝时期

是门阀世族大发展的时期，他们的力量

相当强大。隋统一后，他们仍依恃其强

大的势力，企图与中央政权抗衡。这一

尖锐矛盾在江南地区一直存在，使隋政

权面临严重威胁，隋统治者要实施对南

方的有效统治，贯通南北运河势在必

行。同时，北部边境少数民族政权对隋

亦是大患，隋王朝派出大量军队驻扎边

境，这些军队仅靠屯田是不够的，必须依

靠江淮和中原粮饷供应。路途遥远，开

凿运河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隋以后的

历朝历代，至清朝后期，无论是大一统时

期政权，还是分裂时期的政权，都注重运

河的疏凿与完善，其动机无外乎经济、政

治、军事等方面，充分利用运河漕运。以

运河为基础，建立庞大而复杂的漕运体

系，将各地的物资源源不断的输往都城

所在地，成了中华大地统治者主要手段

之一。运河的修复改道，其缘由亦是现

实中运河常常的淤堵以及不同政权的都

城位置变化。至元代京杭大运河全线贯

通，明、清两代京杭大运河成为南北水运

干线。

由以上种种，我们深切感受到运河

是由统治者主导开凿整修而成，统治者

们集合庞 大 的 人 力、物 力 开 凿 运 河 的

主要目的是为了漕运。运河是为了实

实在在的漕运目的而生的，漕运是封

建王朝的生命支持与动力供应系统，

维持王朝的生命延续。由于海运的海

盗、风浪等问题难以解决，在漕运史上运

河水运是主要首选方案。开凿运河是一

件名符其实的功在当代、利在万秋的伟

举，对修造者而言，其功效时隔不久就能

显现，给王朝带来举足轻重的影响。所

以历朝历代有见识的统治者都非常重视

运河的修造。

运河开凿的技术支撑

大运河的开凿、整治、通航，与沿线的

地质、地貌、地形、气候、水文是紧密相关

的。空想是没用的，必须要有实际的自然

知识、河工技术作支撑才能修造大运河。

大运河的工程技术包括河道开挖技术、水

源工程技术、运河与天然河道交叉技术、

运河水位调节技术、过船技术等。

大运河纵贯大半个中国，联系着六

大水系。运河全线不仅南北的地形、地

貌、地质条件有很大差异，北高南低，河

道水位落差大，而且与长江、淮河、黄河

等中国主要天然河道交叉，这些天然河道

西高东低，因此运河工程技术难度极大。

在开凿整治的过程中，如果不因地制宜、

实事求是地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大运河

也不可能诞生了。早期运河大量利用天

然河湖，但天然河湖弯曲迂回，规整不一，

给船只航行带来很多困难。面对这个实

际难题，隋朝在开凿贯通运河时，进行了

统一规划，制定了河道标准，截弯取直，拓

宽浚深。当时的邗沟水面宽达

40步，整治后的江南运河解决了

一个实际难题。很快，人们发现

运河太宽，带来一个新的实际难

题，即很难保持一定水位，一遇

枯水期常常因水浅而使船只搁

浅。智慧的中华民族想出了狭

岸束水的办法，宋代治理汴河

的时候，规定运河宽度，到元代

时既规定河宽，又规定船只标

准，非标准船只不得进入运河

行驶。河面宽度正好容两船交

会，在保证运输的同时，也减少

了开挖河道的工程量。这些智

慧都是在劳动人民的实际工作

中根据实际情况创造出来的。

没有实践，是不会有这些的。

运河与天然河湖之间存在

一定的水位落差，加之天然河湖

的潮汐作用，为了调节水位落

差，稳定运河内的水量，保证船

只通行，人们发明了堰埭，横截

河道，用以阻水，降低天然河湖

对运河水位的影响，同时调整运

河航深。如邗沟入淮河处，运

河水位高，淮河水位低，就筑了

一道平水堰，名为北神堰。堰

埭在江南运河大量使用，至今

江南运河两岸还留下了很多以堰埭为

名的地名，如苏州的梅堰、黄埭，无锡的

胡埭、堰桥，常州的戚墅堰、丁堰、雪堰，

镇江的宝堰等。堰埭也被用来解决丘

陵地带开凿运河面临的地形落差难题，

实现了大运河的翻山越岭。堰埭的发

明也是我国劳动人民在解决实际难题

中创造的智慧。

实际使用中，人们发现堰埭解决了水

位和水量问题，但给船只航行带来一定的

不便。当时船只过堰，人们想法把堰埭的

上下游都弄成平滑斜坡，用人力畜力拉船

过堰，或在堰顶设绞车，车船过堰，既耗时

又磨损船只，中华儿女在实际劳动中不断

创造出新的智慧，发明了“斗门”，即用可

以自由启闭的木门拦水，过船时打开，船

过后关闭，这其实是一种单门船闸。斗门

在南北朝时就出现在淮扬运河与长江交

汇的江口段。北宋时，运河上已普遍使用

船闸。我国人民在实践中发明了复式船

闸、澳闸、多级船闸等。船闸的使用克服

了堰埭的短处。

水是运河的载体，没有水，运河是无

法实现运输功能的。我国大部分地区水

资源都紧缺。如何解决运河的水源问题

至关重要。各朝各代都开动脑筋努力解

决这个问题，如明代修建拦水大坝将几

十里外的汶水截入会通河，修建分水枢

纽，合理分配水量。郭守敬开凿通惠河

时，修建引水工程，引泉水作水源，修建

水库调蓄水源。解决水源短缺，来不得

半点的虚浮，必须认真研究自然规律，利

用规律为人类服务。大运河能成功开

凿，是中华儿女在实践中创造发明的结

果。大运河的伟大是中华民族尊重自

然、务实干事的伟大。

运河的务实使用

京杭大运河贯通之后以其特有的沟

通功能将全国的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连

接在一起，将不同江河流域的生产区域

联系在一起。封建王朝当权者以它为基

础建立了将各地物资输往都城的历时千

年的漕运体系，维持着王朝的生命。

漕运之中围绕运河的水运，相关的漕

粮调配、收缴、发送、押运、下卸、进仓储备

等方面，在实际的过程中从实际出发不断

因地制宜更新发展，使得漕运体系发展起

来，几经变化。每一变化都是总结实践中

的经验教训实事求是解决问题发展而

来。如唐朝宰相裴耀卿改“直达运输法”

为“分段运输法”，即水通则漕运，水浅则

储仓，设粮仓于运河沿岸。这样，漕船既

不停滞，漕粮也无损耗，极大提高漕运

量。唐后期在“分段运输法”的基础上创

“转搬法”分段接运，改民运为官运，改散

运为标准麻袋盛装，船只编组等等，集装

化系统化运输。建立漕运奖励制度，以盐

利为漕佣，解决漕运经费问题。这些创新

切实促进漕运的发展。宋、元、明、清在漕

运方面根据运河的实际状况也不断革新

方法，以便更好地发挥运河的作用。

统治者对运河的使用到明清时期也

发生着务实的变化。明清时代，随着商

品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市场行为日益增

多，南北物资交流的需求大增，漕运一方

面带动刺激了运河沿岸商业活动的发

展，另一方面，漕运本身越来越商业化。

先是漕运中私带货物，由少到多。朝廷

见禁不住，转而主动明确允许漕船北上

时可以附带一定的货物，漕船南返时允

许载客运输。这种漕运政策的变化是政

府务实的做法。一方面，漕船走私已是

既存事实，没法遏止，另一方面可以补贴

漕工的生计，同时，官绅大贾们也有这种

需求。漕船所带货物数额日益增长，漕

船贸易日趋活跃，运河沿岸兴起了很多

商业城镇。如通州、直沽（即天津）、沧

州、德州、临清、徐州、淮安等。南方的丝

绸、茶叶、糖、竹、木、漆、陶瓷等源源不断运

往北方，北方的松木、皮货、煤炭、杂品等也

不断由运河南下。大运河虽为漕运所开，

但当时代对之有商运需求时，统治者也与

时俱进使之成为商运之河、民运之河。因

为现实有此需求。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务

实的做法，不管是出于主动还是被动。

运河文化无不闪耀出其务实的精神,

渗透出务实之风，运河水不仅承载着南来

北往的船只，而且孕育、滋润着沿岸的运河

儿女、运河城市。运河边的建筑，如会馆、河

埠、码头、桥梁、船闸及漕运衙门等都是为在

实际生产中使用而建。运河边也有很多民

风民俗透露着务实之魂。如江苏淮安的运

河渔民的“交船头”“汛前宴”“满载会”等

习俗。这些习俗都是祈愿实际生产的收

获，直接、真切地体现出劳动人民希望实

实在在收获丰收的愿望。运河生产过程

中也创造了许多与生产相关的艺术，如大运

河号子。有河工号子，是挑河、抬土、筑堤、

下桩、打夯中所唱的。这些号子或粗犷简

朴、或苍凉雄劲，一方面可以鼓舞精神，另一

方面可以组织指挥集体劳动，如山东的

《抬土歌》。运河上的纤夫有闯船号子、拉

纤号子、粮米号子等。船工有船工号子，

其中分类很多，有启程的出船号、推船号、

起锚号、拉蓬号、撑篙号等，行驶的摇橹

号、拉纤号、扳稍号、扯帆号等，停船的下

锚号、拉绳号等。这些既是在实际的运河

生产中形成，又实在地有助于生产。这些

都内在地蕴含着务实之魂。

（作者单位：太湖学院基础部）

务实︰大运河文化的灵魂
——兼与言省先生和杨家毅先生商榷

毛华萍

在中国已经进入《世界遗产名录》

的世界遗产中，恐怕没有哪一处在其申

遗过程中像“中国大运河”申遗这样引

起广泛的关注，产生强烈的反响，引发

众多的争议。这不仅是因为大运河所

涉流程之长、面积之大、历史之久、城市

之多，更可能是由于运河申遗是处在中

华民族复兴、中华文化繁荣的关键时

期，大运河作为中国历史文化中具有标

示性的伟大历史成果，在其申遗进程中

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代表民族文化走

向的焦点，其申遗的成败与国家的文化

发展战略密切相关。从策划申遗到正

式踏上申遗道路，有关大运河的是是非

非、申遗标准的争议一直持续不断。其

中，世界遗产的西方话语标准与中国道

路的确定之间就有着强烈的碰撞。明

晰理清两者的关系对大运河申遗的成

败，进而使其踏上可持续发展之路具有

非同寻常的意义。

如果不是因为近代以来中国经历

了一段屈辱、辛酸、曲折的历史，造成了

对文化传统和历史遗存的巨大破坏，也

许中国大运河早已成为世界遗产大家

族的重要一份子。而当我们今天终于

惊醒，理解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脉，是

我们的精神家园之时，我们所拥有的文

化已经有很多是在人们残存的记忆之

中了。大运河可以说是残存记忆的一

个典范。断流、填埋、污染似乎成了运

河的标识。假使国家没有启动申遗，可

以预计，这样的状况仍将持续下去。如

今，在宏大的中国梦中虽然有了“文化

强国”的理想，但是，“文化强国”终究不

是在孤芳自赏中实现自己的目标。中

国大运河申遗所走的是一条“文化路

线”，因而必然有一番预先设定的以西

方话语中的“普世价值”为内核的世界

遗产标准与中国道路之间的博弈。

在 1972 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

定并颁发的《保护普世文化和自然遗产

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规定各国将

超过本国国宝价值的、优秀或者特殊的

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推荐为世界遗产

登入名册，并依靠国际间协助加以保护，

永远传递下去。《公约》中关于“超过本国

国宝价值”的表述是其核心概念，实质就

是在《公约》标准设定的条款中一直出现

的“普世价值”或“普遍价值”。诸如文

物、建筑群、遗址要成为世界遗产，最重

要的理由就是必须具备“突出、普遍价

值”的条件。自然遗产也是如此。

所谓“普世价值”，是指世界各地的

人们普遍认同，社会各个阶层、各民族、

各宗教组织普遍赞成的价值体系，包括

观念、文化与自然物态。它体现人类的

共同价值和共同追求，是一种“超越性需

要”。“文化遗产来自过去，是当代送给未

来 的 礼 物（A Gift from the Past to

the Future）”。这句话就把文化遗产的

过去、现在、将来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融

入了“代际平等”思想，视世界遗产为“全

人类共同继承”，值得人类珍惜并好好保

护下去，具有很强的伦理意义，日益成为

共识，产生了巨大的国际影响。在中国，

“普世价值”引发人们的关注起先是在意

识形态领域，政治、法律、伦理等不同学

科都曾经有过关于“普世价值”存在与

否、以及与“中国特色道路”之间矛盾冲

突的激烈争论，而如今延伸至文化层面，

大运河申遗就是一个典型的范例。

实际上，关于“普世价值”与“中国

特色道路”之辩是历史的、具体的，反映

在大运河申遗这一具体问题上，它呈现

出与在政治、法律、伦理等意识形态领

域的论争完全不同的内涵。在意识形

态领域的“普世价值”主要围绕人性、人

权以及社会的公平正义等主题展开，而

大运河作为一项文化遗产存在的纷争，

则具体表现为世界遗产《公约》标准和

“中国大运河”现实特点的矛盾。

按照世界遗产《公约》标准，“从历

史、美学、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

突出、普世价值的人造工程或人与自然

的共同杰作以及考古遗址带”，可以列

为文化遗产。另外，“从历史、艺术或科

学角度看，具有突出、普世价值的建筑

物、雕刻和绘画，具有考古意义的成分

或组构、铭文、洞穴、住区或各类文物的

综合体”，也可以列入文化遗产。可以

说，“中国大运河”无论从哪个角度看，

都符合《公约》的标准要求，能够成为世

界遗产的一部分。但是，“大运河长数

十公里，它的遗产定义是一项极不平常

的挑战，可能是世界遗产档案遇到的最

复杂的档案”，国际著名的运河保护专

家、法国南特大学教授米歇尔·科特如是

说。大运河遗产价值的复杂内容涉及重

货运输通道、水管理问题的重要性，水利

技术、利益相关者问题的复杂性，运河沿

线管理与地方如期进行的项目之间的紧

张局势等等。这意味着，大运河的普世

价值尽管可以在“建筑、农业或技术建筑

群或景观样式的杰出实例”“现实人类价

值在某一段时间或世界文化区域内对农

业或技术、不朽的作品、城市规划或景观

设计产生重大的交互影响”“人类创造性

的天才杰作”等诸多方面得到诸多体

现。然而，其”普世价值”实现的现实路

径却不是一条坦途。1972年《公约》把世

界遗产视为具有普世价值的“人类共同

遗产”而加以保护，我国则更倾向于从

“文化资源”的角度来审视文化遗产。文

化资源则包容了当代文化产业盛行背景

下“利用”的内涵，追求更多人来共享、消

费它们，这是为我国公众所津津乐道

的。从已参加大运河申遗的 35 个城市

来看，虽然各城市对申遗热情高涨，为各

自城市辖区内的河段及遗产点保护、环

境整治付出了极大辛劳,然而,也可以发

现有些城市加入运河城市联盟的出发点

更多的是与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密切关

联的价值诉求，而这些不同的价值诉求

在地方利益为重的语境下往往反映出与

普世价值相去甚远的文化理念，甚至夹

杂着与运河保护并不和谐的声音，一方

面渴望借“世界遗产”的品牌扩大地方文

化资源的影响，另一方面却在“打造”“创

新”的旗帜下侵蚀了大运河原有的根

脉。这显然是一条危险的路径。所以，

涉及面广大的“中国大运河”申遗就必

须放弃地方主义价值立场，尽快确立统

一的“中国道路”。

目前国际上已经成功申遗的 3 条

运河（加拿大里多、法国米迪、荷兰阿姆

斯特丹），都是作为历史遗存而存在，只

具有单纯的旅游与休闲功能，而中国大

运河作为仍然在使用的历史遗产，其

“活态”的特征正是其成为世界遗产的

最鲜明特色。因此，我们理应在尊重并

认真研究世界遗产组织制定的有关标

准和工作规则的前提下，阐明中国大运

河和申遗的基本立场。在 2012 年扬州

世界运河大会上，中国政府明确提出了

中国的申遗观，“通过申遗，借鉴世界遗

产先进的保护理念和成熟的管理体系，

建立符合大运河遗产特性的保护利用

长效机制，实现大运河的可持续发展。

申遗是过程，保护才是目的。”鉴于中国

大运河直至今日仍在连续使用和不断

演变，因此把中国大运河界定为“活态

遗产”。并且根据我们对大运河遗产真

实性与完整性的观察与思考，同时考虑

到大运河复杂的保存、利用状态，以及

当前面临的压力，基于大运河各段河道

特征各异、遗存面貌丰富的构成特点，

对大运河采取“片段申遗、整体保护”的

策略。可以认为，这是在大运河申遗过

程中确立“中国道路”的理性选择。这表

明，中国人民在保护属于人类的共同遗

产问题上是勇于承担历史责任的，同时

也说明我们不是简单地仰望固化的西方

标准，而是能够真切地俯视脚下广袤绵

延的大地，开始深入挖掘、细心整理这片

土地上所有的文化根系，探索我们赖以

前行的文化路线。实际上,作为不同于

静态的历史遗存和文物的“活态遗产”，

大运河是人类智慧创造性的伟大成果，

反映了历史变化的态势，其“活态”特征

说明它持续地发挥出为人类服务的功

能，这恰恰证明了中国对保护世界遗产

实现其普世价值所做的巨大贡献。

我们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最先发现的

普世价值，在其操作意义上，甚至在内在

含义上都应该保持一种开放的胸襟。这

种开放不仅意味着让其展示，更重要的

是让其经受历史性、公共性的考验。大

运河申遗，应该说这既是中国认识、理解

和吸收优秀世界文化价值的机会，也是

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与价值观念的平

台，通过申遗，使凝聚人类智慧的中国

大运河价值展示在世界人民面前，并且

逐步转化为世界认可的普世价值。

（作者谢光前系无锡运河之光文化

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高彩霞系西南交通

大学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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